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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内政治文化是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基础力量，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也是建
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重要着力点。探究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及其结构层次，是充分认识
党内政治文化、从理论上厘清党内政治文化与其他事物间关系的逻辑前提，也凸显出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
内涵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以此明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对党内政治
文化结构层次进行分析，发现党内政治文化呈现“政治价值观—党内制度规范—行为作风”的圈层结构，其
从结构到功能的表现形式上同构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内容和主体框架，明确了发展积极健康党内政治
文化的重要指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同频共振、促进
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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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对进一步坚持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理论
强党和文化兴党具有重要意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
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的首要之务就是弄清这一制度体系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蕴，以此来为制
度建设提供保障。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要在文化软实力成为执政党执政基础关键制高点的局势下、以文
化现代化为核心重点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态势下，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作用，也就是要在理论上厘清
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关问题，通过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实现党内整体价值观与党员个体政治
心理的统一，并不断进行涵养深化，加快完善党内制度建设和加快构建党内政治文化话语传播体系，
最大限度地发挥理论入脑入心并转化为行动自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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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文化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
话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弄清这一概念并持续进行研究，需要先明白党内政治
文化“是什么”。学界首先以总书记的讲话为依托，结合相关理论，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包含多个面向和
层次的文化，有学者在党内政治文化提出之初，就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信仰文化、组织文化以及实践
文化的统合[1]，一些学者也分别在广义、狭义上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多维分析。就党内政治文化而言，
其主词是文化，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它与人的本质和实践生活紧密相连，包含
了人类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本质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价
值观，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但文化又不单局限于价值观这一种观念形态，从广
义上说，还包括实体形态。任何社会存在物都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根据一定规律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关系
的总和，形成的结构决定着事物本质、发展状况以及在社会中的作用。文化也是如此，其本身就具有多
重结构。党内政治文化指的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政治文化，针对性和指向性更加明显，因此
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结构-功能分析显得尤为重要。用结构-功能分析凸显出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内
涵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以此明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走向。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层次

作为文化的一般特征在政党领域的特殊表现，党内政治文化集合了政治文化的属性与马克思主
义政党文化的特性，学界从党建角度、政治学角度、文化哲学角度等展开界说，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
界定也众说纷纭。作为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也应具有自身独特的结
构，从理论与现实两重维度出发，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认识进行再深入的探讨。

（一）政治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层
在“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提出来之前，学界使用更多的是“政治文化”“政党文化”等，大多数学

者也是在这两大研究模式下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界定，着重分析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性，认为党内
政治文化指的是广大党员对党的政治认同、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意识等。多数研究成果都认为党
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也就是政治活动主体对政党价值理念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
取向等形成的反映政治现象的文化价值观。事实上，党内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下进行
的研究，本身就与党的意识形态性的生发和建构逻辑具有同构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是特定阶级在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变过程中为实现特定价值目标而组建起来的组织，这一价值理
念形成了党的政党纲领，是这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并在实践中不断涵养深化。因此，从
这个层面上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核心指向是政治活动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取向。就现
实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以党建命题的方式出场的。党内政治文化指的是在社
会生态系统下党内客观存在的政治文化，是一个中性概念，有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和不健康的非党内
政治文化之分。党中央在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多次论及中，“注重”“加强”“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等词
多次出现，“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提出是在特定语境下对特定问题的解答，这里的特定问题，正
是管党治党不力等党内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的政治文化现象。党内出现的潜规则文化、圈子文化、拜金
文化、享乐文化等不健康的“潜”文化，正是缘于当下少数党员的价值观扭曲，在价值取向上产生矛盾、
困惑，出现言行不一的“两面人”等现象，共产党本身内在的先进性被弱化，党内政治文化被正式提出
来。因此，从理论和现实出发，政治价值观都是党内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核心范畴。

（二）党内制度规范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中间层
制度的实质就在于调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规范性，制度体系也是围绕某种价值理

想实现的制度安排，制度本身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制度的特质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工具属性，使得行为64



主体可以利用制度去实现价值。一方面，党内制度规范在自身建设运行中受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引
导，实体化和具体化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形成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核心原则的制度架构。另一
方面，党内政治文化也为党内制度规范的合理运行提供认同支撑，党员在制度实践中明确制度规矩意
识等，形成相应的制度文化原则和制度文化精神，为党内贯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原则的制度架构提
供了条件。立足现实，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积淀而成的精神层面的文化要素和实践层面的规则
等需要制度化、经验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需要高度重视制度的作用。进入新
时代，党提出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从两部党内政治生
活准则的制定和修订来看，也集中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要求。

（三）行为作风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外围层
无论是政治价值观，还是党内制度规范，都需要在精神—实践互动中发挥作用，进而使党内政治

文化发挥应有的功能。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展现的党的行为作风，则是党的政治主张等价值观和制度规
范的实践形态，是政党价值理念的外在表现。党内政治文化一旦被内化为党内成员的价值标准，就亮
明了党员的政治身份特性，影响着党员的行为方式。党内的价值理念辅之以制度的明文约束，使党员
个体在实践中将党的价值理念与美好愿景等价体现，通过自觉行为加深对党的价值观的认同，以内在
的气质积极践行党的宗旨，促使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体现为良好的作风形象。就现实而言，在政治性
是党内政治文化根本属性的逻辑下，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着重作风建设，直面作风建设的问题和挑
战，以优良的党风促进政风，进而带动民风，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重
要的补充动力。
概而述之，党内政治文化呈现出从政治价值观到党内制度规范再到行为作风的“圈层结构”。其

中，政治价值观居于核心层，是党内政治文化结构的基石，在整个党内政治文化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
引导着党内政治文化结构要素中的其他范畴。党内制度规范为中间层，固化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价
值理念，是党内政治文化核心理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表现形式。行为作风是外围层，是党内政治文化
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的呈现样态，是制度规范的外化形式。从核心层到外围层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三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割，且统一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同构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内容和
主体框架，形成党内的政治生态链条。这一结构阐释并不试图在各种党内政治文化概念中强求一致，
而是以比较灵活的界定体现广义的概念，以求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全面分析。

二、党内政治文化结构层次的要素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对党内政治文化结构层
次的划分，是从一般理论意义上所作的抽象解读。这一解读的目的在于从当下实际出发，在确定了党
内政治文化的大体结构后，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要素分析，再从结构到功能的表现形式上明确发展积
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指向和着力点。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
价值观不仅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就首先涉及到对政治价值观和意识

形态关系的简单探析。文化渗透在全部社会生活中，是先于意识形态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符
号表征，当阶级对立越来越明显，阶级关系明朗化时，精神生产就开始分化为阶级意识形态，反映特定
阶级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也将文化分为意识形态部分和非意识形态部分，文化中
的意识形态性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论证了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具有国家机器的
支撑，现实的政治生活也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塑造的，从这个层面说，意识形态规定了政治
价值，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就普遍性意义而言，政治性是政党的天然属性，任何政党都围绕其政治目
标，制定政治纲领，实施政治路线，列宁突出强调了政治的重要性，他指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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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3]。就特殊性来看，不同政党的区别在于讲什么样的政治，讲什么
人的政治，即恩格斯提到的“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4]。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阶级性、科学性和人文性（人民性）结合起来，发挥意识形态在政治价值观
中的服务人民性的功能。[5]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坚守“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任何特殊利
益”的立场，将坚定的政治信念、严明的政治纪律、严肃的政治生活作为内在要求，深刻认识到“自己是
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6]，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
中，形成了风格显著的政治价值观，集中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准则，维护
人民根本利益。这一政治价值观是与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根本对立的。由于“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
界”，西方政党是资产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是极少数人利益的代言者，“政治献金”现象普遍存
在。政党沦为大选的工具，用资本逻辑取代人的逻辑，赤裸裸地宣扬私利至上的个人主义，其价值观、
政治观、人权观极具遮蔽性。
作为党组织实践的对象，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蕴含着党的初心，融汇了党的政治价值观。党

组织的政治价值观需要一个个特殊的共产党人来承载，政党整体的价值取向天然作用于政党成员的
价值取向。由于共产党人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承载者和建设者，党内政治文化一方面对党员产生耳濡目
染的作用；另一方面，党员个体价值观的实际取向也会作用于政党整体的价值取向，规制影响着党内
政治文化的发展。当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危险和考验层出不穷，这些都
会影响整个政党的政治价值观。所以党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准则要被共产党人在实践
中践行，通过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增强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向度。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共产党人的精
神之“钙”，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不仅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旋律、社会主
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强调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坚定性，突出共产党人精神的崇高
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貌的集中写照。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
明地表态，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
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实践者”[7]，这既指明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也凸显了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发展积极健
康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义。
“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是对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高度，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

心要素，表现在忠于党章，忠于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具体工作中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
积极的进取精神践行党的宗旨，坚守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是非观、权力观、义利观和事业观，不当“两
面人”、不做“两套事”，不敷衍应对，同时勇于变革，主动作为，在重大突发事件上积极应对，时刻对党
所处历史方位保持风险意识，不疲疲沓沓、拖拖拉拉；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甘于清贫、节约朴素的
精神文脉和工作作风，在考验和危险面前永葆“拒绝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共塑清正、清廉、清明的
“三清”环境。这些饱含政治性的价值观，凝聚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强化了共产党人的政治认同，严
防党内政治虚无主义、政治意识淡漠，旗帜鲜明地重申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政治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
观、发展观。”[8]要明辨是非、善恶、好坏，具有风险意识，明确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抵制资产
阶级的政治文化，批判错误的文化价值观，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
道路”，要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

（二）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同频共振
制度的概念同样具有复杂性。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

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9]，这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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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义方法论下的定义旨在约束主体，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之相照，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的分析
基于宏大的视角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始终以人类的终极发展为关切。人的本质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见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10]，而后在《资本论》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
产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运作等进行了详尽的揭示，探析出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进一步
明确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的产物。既然“关系”是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制度的要义就在于调整人与人以及
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规范性，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以及人的能力的不足，也因此决定了制度有一定的
强制性。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以“现实的个人”为本质规定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的分析并没有
排除对于个体的考量，对制度进行了系统地论证。无论哪一种研究方法，都突出了制度的规范作用，即
便是诺斯提到的非正式规则，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没有文化的实践活动是不存在的，制度的建构必然反映了一些文化需求，承载了相应的价值理

念。制度建成后，需要去实施。《社会科学大词典》里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行
为模式，社会或团体力图用这些行为模式去模塑其成员；而社会或团体的成员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认
识、验证、实践这些行为模式，当他们接受了这些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并付诸实践，以至在任何同类场
合都以这种模式行事时，这套行为模式即被制度化了”[11]，如同亨廷顿对制度进行“行为模式”的界定一
样。阿尔蒙德在分析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时，也提到人们主动遵守一些制度“不仅仅是因为若
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是应该的”[12]。总而言之，人们按给定的制度规范去行动，在反
复的行为模式之后，这些行动样式会不自觉地演变为人们观念中以为“是这样”的活动，在一定的群体
内会形成相应的制度文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会有所变化，形成相应的制度思维、制度意识。也有
学者是从文化构成要素之一的制度文化分析框架中分析制度，但不管从何种角度分析，都表明了文化
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

王沪宁在上个世纪末指出，中国政治已经走上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
化”过渡之路[13]，对历史的深刻审思、对现代化的稳步认识和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使得制度建设
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制度治党也成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价值观要在制度逻辑下才能发挥作用。党内制度规范
是根据党的政治价值观而制定的，是党内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的结构化，体现和保障了党内政治文化的
价值观。党内制度规范一旦产生，就成为党员个体的存在方式，其演进也共存于党员个体的实践活动
中，党员个体在执行党内制度规范中养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行为习惯，在正确价值观的支配下
明确制度规矩意识，形成一定的制度文化，优化党员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进一步塑造党员的思想意识
和精神世界，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于“潜规则”的挤压。封建糟粕遗留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入等，容
易在党内形成不成文、不公开的“潜规则”，这些行为规范是对党内制度规范的异化。党内制度规范以
铁的纪律挤压“潜规则”赖以生存的土壤，提升党内政治生态的优质度，在党内形成海晏河清、朗朗乾
坤的大气候。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效能涉及到治理的几大要素，这
几大要素不是一种无主体的机械式组合，是蕴涵了价值理念、制度意识、执行主体、体制机制等的整
合，以此发挥整体性功能优势。治理效能发挥效果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的有
机耦合，这个耦合的实践向度之一就是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导向下推动党
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同频共振。同频共振指的是柔性的党内政治文化与刚性的党内法规制度
遵循党建发展规律，在党内政治生态中的融通创新。党内政治文化中的政治价值观一方面要在制度逻
辑下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党内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党内法规制度的有效实施
要在党内政治文化厚植的土壤中发挥作用，进一步发挥价值取向、协调凝聚、规范引领功能。积极健康
的党内政治文化使制度不再是冷冰冰的、程序性的东西，以其精神内核赋予了制度执行以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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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看不见的手”加强了党员个体对法规制度的认同意识和执行意识，发挥了内在规约作用。正如刘
少奇提到的：“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
际行动的方法”，但“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
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14]，也就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价值观不仅要融入党内法规制度的静态的规
范体系中，也要融入党内制度规范动态的建设和治理中。党内法规制度不仅要夯实制度创设与供给的
基础，规约党员个体的实际行动，也要在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引导和浸润下发挥其执行
力作用，优化运行机制。这不仅是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制度规范间逻辑关系的内在诉求，更是将党内
制度规范作为党内政治文化中间层的功能指向。

中国共产党先进的理念形塑了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核心原则的制度架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坚持对标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蕴涵鲜明的“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逐渐完善分层次的党内重要制度，将党内制度建设现代化摆在突出位置，提升
党内法规制度质量。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着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 2部
准则和近 30部条例为主干、以若干规则等为分支的制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善有力的党
内制度实施体系和保障体系，使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并坚持制度创新，总结提炼实践探索中的经
验，不断挖掘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价值观在新时代的表现样态，进一步促进柔性的政治文化物化为刚
性的法规制度。

（三）促进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
党内政治文化不仅包含了价值理念这一观念性文化，也赋予了政治活动主体的实践场域。政治生

活是党员存在的重要形式之一，党员在党内政治文化形成的政治氛围与影响下实践，正如恩格斯所
言，“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
能使他行动起来”[15]。不同性质的党内政治文化发挥不同的导向作用，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文化就有什
么样的行为文化，大到不同政党，中到同一个政党的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的党组织，小到党组织里的
个人，都会呈现不同的行为模式，不然也就不会出现系统性腐败、“圈子文化”等现象。实践的辩证性决
定了党员在实践中也会将党的价值追求和制度体系进一步“外化”，生成一种可以体现政党形象的行
为文化，反映出来就是党的作风问题。纲领、规划、章程等虽然也是党的形象的具体化，但都要通过组
织内成员的正确实践将政党的“貌”最大程度地还原出来。党的作风本质是一种行为实践文化，是全体
党员通过实际行动对党的价值追求和制度规范等的体现，它是党内政治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一种外
化，是党内政治文化被感知的一个窗口，从行为作风可以窥见一个政党的文化涵养。在“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这些语境下，积极健康的党内
政治文化以其优势性的政治地位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性、导向性、整合性、
滋养性等作用，以求真务实的行为作风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将行为作风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之一
并不是将党内政治文化概念泛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结构分析的逻辑并没有局限在国内学界对政党文
化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框架内，也就是并没有将党员个体的作用置于缺位状态，而是重视党员个体
通过自身的行为实践，既对党内的政治文化产生形塑又影响社会文化的作用。这一功能指向就是为了
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提高党内政治文化的全民认同度，并在双向交流互动中增强执政党的合
法性，吸纳优秀的社会文化资源促进自身建设。

现代化进程在文化领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元与多元渐趋明显的价值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在各
种思想文化激荡的环境下，我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多种文化与多种思想并存和相互作用的现象。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使得文化投入与需求不协调，不同区域、不同消费人群之间在文化资源配置上存
在失衡，造成文化权益不对等，较为富裕地区和具有较高消费水平的人民群众，能够享有较为优渥的
文化资源，而贫苦地区和具有较低消费水平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就得不到切实维护，文化在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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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领域出现的不均等现象导致了文化特权化。在文化消费上，社会性的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贵
族化的文化消费观念在文化消费领域日益盛行，一些群体被排斥，社会文化出现不公平之势。人类的
不同文化类型由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差异确实存在文化梯度现象，但如果刻意设置壁垒，会导
致文化要素难以流动，最后会制约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的功利主义者”[16]，共产党的使命之一就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各种利益需求，充分彰显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文化维度，以文化小康助力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性。这就要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其行为文化的作
用，通过党员个体的行为实践，将健康的行为作风投射到社会，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人民群众产
生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自觉，形成为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而奋斗的价值共同体，共同促进社会文化
健康发展。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路径

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深化党建规律，将党的政治建
设进一步延伸到更基础、更深厚的政治文化层面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更能体现中国共
产党政治风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研究模式。运用静态结构分析，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内涵进行深入
剖析，构建了党内政治文化从政治价值观到制度规范再到行为作风的圈层结构的逻辑功能链条。这一
逻辑功能链条就是要在科学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防止和消除不良党内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
落实到为党的政治建设服务，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也就是不仅要涤荡党内的歪风邪气，发展积极
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更要注重发挥其强大的功效，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
积极健康发展。

第一，以党内政治文化的自觉增强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列宁指出：“苏维
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
作用并使官僚制复活。”[17]如果一个政党在自身的党内政治文化上实现不了自信和自强，也就不能实现
自身的文化安全。对一个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的自信和这个政党党内政治文化本身的自强关系到这
个政党的强盛。“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层，是党天然的文化自觉，要围
绕这一核心价值观持续实现党的理论创新，丰富党的文化创新成果，以基础性和深厚性的运作机理，
抵制和批判错误的文化价值观，构建一条极具建设性的文化路径，为新时代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奠定价值观基础。

第二，以党内制度规范的合法性、科学性、有效性和完善性，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和党内制度规范的
融合性。在党内政治文化结构层次的逻辑功能链中，党内制度法规在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塑造中承担着
衔接功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制度”是高频词，揭示了制度的重要作用。在党
内政治文化建设以及运转中，制度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继续构建科学的党内制度体系，形
成党内制度规范从制定、执行到监控的完整闭合，确保党内制度规范的高质量。大力构建和完善入脑
入心的学习制度、深入持久的教育培训制度、党与群众的交流对话和信息沟通制度、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制度、党内政治文化传播制度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中常见的问题就是“制度空转”，
“制度空转”除了制度体系设置在衔接性上存在的问题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文化培育不
够。通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建构，使党员在周密的制度氛围中有效实践，强化制度意识，形成浓厚
的制度文化氛围，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对待各项制度。

第三，以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式转变党内政治文化传播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要求，这不仅指要确保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文化制度，也
指要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机制，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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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融入社会治理，其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的就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同构性的积极健康的党内
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传播方式需要创新，改变以往用单纯的政治性话语的方式，结合时代
性把握群体诉求，完善传播的话语和叙事方法等；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要遵循规律，走
好网络群众路线，占领新舆论场的主阵地，提升与社会关系的密切度，增强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
核心理念有效引领大众风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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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Structural Levels and Composing
Factors
ZHANG Yunting, FANG Shinan (School of Marxism,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basis for the primary status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e rigorous devel-
opment of it also being the focal point of the system of “never forgetting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always remembering the
founding mission. To explore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logical premis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other issues in theory. It al-
so highlights the essence of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social functions, so as to clarify the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layers of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from theory and reality per-
spectives sheds light on the circular structure of the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of “political values, inner-Party system norms
and behavior style,”which co-structures the essential nature and main framework as demonstrated both structurally and function-
ally,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value outlook of “people center,”a facilit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ner-Party regulations and disciplines, an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inner-Party political culture; value outlook; structural layers; inner-Party regulation system70


